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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计划”实施中的组织跨界行动
及其优化策略
———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

操 太 圣,翟 晨 琪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2023年7月,我国出台《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要求实施“国家

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简称“国优计划”)。“国优计划”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发挥参

与实施“国优计划”的高校在师资、生源等多方面的优势,培养研究生层次高素质中小学教师。从计划实施的

情况来看,如何协调高校内部不同院系和学科的力量,推动不同组织开展跨界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

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建立“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模型,分析该计划

的实施及其交互活动系统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发展,探寻“国优计划”实施中的组织跨界行动优化策略。不同

院系跨界开展“国优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的关键在于:一是要从活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出发,以培养“学

科教学素养”这一潜在的共享目标为切入点,促进不同主体对跨界联合培养高素质中小学教师达成一致认

识;二是要建设联合培养项目的配套制度,促进中介工具融合和创新、抓好规则与分工的落实;三是要在共同

体稳定与拓展上持续发力,既要在已有共同体内建立更多通路以加深共同体的稳定联系,又要根据不断变化

的现实需要灵活拓展共同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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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7月,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

础工作来抓,推动高水平高校为中小学培养研

究生层次高素质教师,我国出台了《教育部关

于实施 国 家 优 秀 中 小 学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的 意

见》,要求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

划”(以下简称“国优计划”),确定首批试点的

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该计划的实施。

该计划要求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高

水平高校从2023年开始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

乐教适教的学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通

过‘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

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1]。从该计划

的实施及具体项目推进情况来看,不同高校在

组织形式与工作机制方面各有不同。例如:在

组织形式上,采取本校内教育学院(研究院)与

相关院系合作、跨校不同学院合作等多种形

式;在学籍和身份归属上,存在学籍由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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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究院)和相关学院(院系)管理两种方式;

在学位授予方式上,存在授予相关专业硕士学

位及“国优计划”结业证书、授予教育硕士学

位、授予相关专业硕士及教育硕士双学位三种

选择。就首批“国优计划”研究生生源来看,一边

学习理学、工学相关学科知识,一边学习教师教育

课程的学生占94.13%,直接攻读理工类学科教学

方向教育硕士学位的学生占5.87%[2]。

作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

要探索,“国优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一

系列“真问题”,尤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比

如:如何在学术训练的同时加强教育硕士研究

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即处理好教育理论与教学

实践的关系;如何在提升教学能力的同时兼顾

学科素养的提升,即处理好师范性与学科性的

关系等。这些“真问题”,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

说也是“老问题”,在以往类似的教师培养实践

中尤其突出,并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和探

讨,例如针对如何提高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

实践能力的问题,已有相关研究提供了解决思

路,即建立由明确的培养目标、双轨型师资、实

践导向的课程结构以及沉浸式实习环节构成

的具有实践特色的培养模式[3];另一方面,这些

问题也因为参与实施“国优计划”的绝大多数

非师范类高校的特殊性(即教育学科在这类综

合性大学总体上的边缘地位)而成为优秀中小

学教师培养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例如作

为不同组织的不同学院如何跨越边界进行有

效合作,其中的教学专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又如何体现等一系列问题。

可见,组织跨界合作问题是实施“国优计

划”的高校,特别是那些缺乏师资培养经验的

非师范类高校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高校

之间、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之间,还是高校与中

小学之间,都存在着如何通过组织跨界行动具

体开展协作的问题,如何在不同组织的跨界合

作中解决“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中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问题、师范性与学科性的关系问题

等。其中共识如何达成、师资如何协作、实践

如何开展等问题本身非常复杂,这对于参与实

施“国优计划”但缺乏师资培养经验的高校而

言,是无法回避且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如参与

“国优计划”的 N大学,在研究生院统一管理

下,由教师教育学院协调相关院系(如物理学

院、数学系、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教

育研究院),统筹推进国优计划的实施工作。

该校于2023年12月完成了“国优计划”研究生

招生遴选工作,其中包括二次遴选和推免两种

方式。前者是在2023年秋季入学的硕士研究

生中通过个人自主报名加筛选的形式遴选。

后者是在有推免资格的2024年考生中通过个

人申请和学校考察的方式录取为“国优计划”

研究生[4]。“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籍归属物理

学院、数学系、化学化工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

等相关院系,毕业生将被授予相应学科的硕士

学位及“国优计划”结业证书。接下来如何在

培养环节有效推进联合培养过程中不同组织

的跨界合作,就成为首批试点高校开展“国优

计划”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该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影响到“国优计划”政

策目标的有效达成。

同一高校不同院系联合培养“国优计划”

研究生的难点既是物质上的,又是文化上的,

其中涉及权责分配、制度设计、资源协调。学

科领域的差别决定了不同院系相异的学科知

识特性和知识生产方式,并进一步对学科文化

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学科文化背景

下,各院系往往像一个个“排外的部落”,以彼

此相对独立的状态存在[5]。学科文化的差异包

含“学科价值、学科方法论、学科语言、学科学

术风格、学科认同等基本要素”[6]的差异,体现

在研究范式、思维方式、成果形式、学术活动方

式、学者相处方式等诸多方面。学科文化产生

并依附于特定人群,其差异会导致从事不同学

科研究的学者在诸多方面的差异[7]。以教育研

究院和物理学院为例,在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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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教育研究院通

常以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为主要工具,一方面

传授教育教学知识,以期在通用性知识充分积

累的基础上加深对教育教学问题的理解,另一

方面通过研习、见习、实习等方式增强教学实

践能力;而物理学院则倾向于以具体的研究课

题或项目为载体,就某一尚未解决的具体问题

深入钻研,提出猜想、理论仿真、实验验证,旨

在解决科学问题。然而,不同院系间的组织跨

界合作与教育知识和相关学科本体知识的融

合、教学能力和学术能力的贯通等问题直接相

关,须贯穿“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组织跨界以及跨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国优

计划”顺利实施的必然要求。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学界对综合性大

学全日制“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跨院

系合作培养的必要性和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已

达成一定的共识[8–10],但对如何实现不同院系

间的边界跨越鲜有讨论。由此,本研究聚焦我

国“国优计划”跨院系合作的现实需要,试图从

理论上深入剖析不同院系自身教育活动的差

异性、师资培养中跨界合作的逻辑起点,进而

基于活动理论来探讨组织跨界行动的可能性

和重点环节,为推动“国优计划”实施中有关组

织的跨界行动和各主体的深度联合提供思路。

这既是对我国综合性大学培养高水平教师的

运行机制进行的有益探索,又是在我国高等教

育领域 对 经 典 的 活 动 理 论 进 行 的 一 次 实 际

运用。

  二、“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系统及其

构成要素

  活动理论是一套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框

架,其思想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辩证

唯物主义,经过维果斯基(LevVygotsky)的文

化历史发展理论、列昂捷夫(Leontyev)的社会

关系系统观点、恩格斯霍姆(YrjöEngeström)

的人类活动结构模型等理论发展而不断完善

和丰富[11]。该理论中应用最广泛的成果之一

是恩格斯霍姆提出的活动理论三角模型,它由

主体、客体和共同体三个核心要素以及中介工

具、规则和劳动分工三个次要要素组成,六个

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单个活动系统。以活

动为分析单位,主体(活动中的个体、群体或组

织)通过中介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精神工具)

与客体(目标)互动。互动过程贯穿共同体规

则和劳动分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展

开。就本研究而言,不同院系合作背后的学科

文化冲突,其实质就是学科知识性文化与学术

部落社会性文化之间冲突的集合,包含了人

性、社会性、规范性、稳定性和个性[7]等多方面

的文化冲突。活动理论深刻揭示人类活动的

历史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特征,因而对分析“国

优计划”实施中不同院系跨组织联合培养“国

优计划”研究生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适切性。

本研究采用单个活动系统模型及其六个

组成要素,立体分析“国优计划”涉及的两大研

究生培养系统内部活动的复杂结构:一个是以

注重师范性为主要特征的研究生培养系统,主

要是指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

等机构;另一个是以注重学科性为鲜明特点的

研究生培养系统,主要是指“国优计划”研究生

的学科本体知识对应专业所在的院系,如数学

系、物理学院等。在参与实施“国优计划”之

前,各院系拥有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域,由于其

关注的对象及其知识生产的差异而形成了不

同的学科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育人模式,

其师生关系、教学手段与方式、行为规范等呈

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下文基于活动理论以N
大学的教育研究院和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培

养系统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一)以师范性为主要特征的硕士研究生

培养系统

基于 第 二 代 活 动 理 论 中 已 有 的 模 型 成

果[12],结合教育研究院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

绘制用于分析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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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三角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班级、师门或

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作为“主体”,通过理论

课程、研讨会议、合作研究等“中介工具”,依托

语言 符 号 进 行 深 度 思 维 交 流,作 用 于 “客

体”———教育研究院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

标。在此过程中,主要的中介工具是课程,在

课堂上,通过通用性知识的传播、开放性研讨

和解读以及模拟讲授的练习方式来培养硕士

研究生分析某一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增

强其实践教学能力。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紧密

互动,相互结合形成复杂的“共同体”。“规则”

涵盖师德师风要求、学生守则、学术规范等成

文或约定俗成的内容。“分工”是指系统中的

主体根据角色的不同有各自的责任和使命,其

中:教师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具体包括制定培

养方案、教授教育学有关理论知识、为学生提

供个别化指导等职责;硕士研究生负责学习有

关理论知识,增强自身教学技能,深化对世界

的理解和认识等。共同体规则和职责分工反

映的是不同主体或角色之间的相处模式,包括

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以及“师师关系”等。

一项“对全国27所高校导师与研究生的调查”

表明,社会科学的师生关系多体现为科研伙伴

关系、导师权威基础上的传统师徒关系,更强

调彼此尊重和平等交流,交流频率相对不确

定、无严格要求,交流内容往往涵盖职业规划、

人生理想、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该项调查数

据显示:65.5%的社会科学研究生经常与导师

交流职业规划和想法,高于理科研究生54.4%
的比例;13.9%的社会科学研究生反映私下称

呼导师为“老板”,远低于理科研究生30.2%的

比例[13]。

图1 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系统的三角模型[12]

  (二)以学科性为鲜明特点的硕士研究生

培养系统

在物理学院的研究生培养系统(如图2所

示)中,“主体”是人才培养活动中的实验室团

队或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客体”是物理学院

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主体与客体间

借助合作研究、仿真实验、研讨会议等“中介工

具”进行互动,融合构成复杂的“共同体”。其

中,主要的中介工具是学生参与的不同课题、

项目和具体研究的问题,实验室团队就特定问

题开展一系列的猜想、讨论、仿真、实验等研究

过程。在该系统的互动中,“规则”涵盖实验室

规章制度、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精神、绩效考核

办法等成文或约定俗成的内容,“分工”体现为

教师负责指导科学研究、教授物理学理论知

识,硕士研究生负责提升研究能力、加强理论

积累、发现和解释未知现象等。根据上述同一

项调查,相较于社会科学研究生,理科和工科

研究生在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上更倾向于雇佣

关系,他们与导师交流频率更加固定,参与导师

课题的比例更高。其中理科研究生每周有1次

以上的机会和导师交流以及参与导师课题研究

的比例分别达到59.5%和76.7%,明显高于社会

科学研究生相应的45.8%和46.4%的比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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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系统的三角模型[12]

  由此可见,N大学教育研究院和物理学院

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活动存在较大差异,各自形

成了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文

化。而“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培养不应局限于

单一学院及其学科基础,需要从组织跨界的角

度来重新审视。

  三、“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联合培养

系统重塑

  随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愈来愈重视跨

学科、多学科和超学科的思考,第二代活动理

论在前期注重分析单个活动系统模型的基础

上不断迭代发展,形成了第三代活动理论。该

理论明确提出“跨界”的概念,视野从以往关注

某一个活动系统内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扩展至多个系统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认为不

同的活动系统存在潜在的共享目标,该共享目

标涉及不同的系统对目标的共同理解,是不同

系统各自客体(目标)的交集[12]。第三代活动

理论强调人类“活动”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

对属于不同系统的异质性个体应注重其行动

的跨越性,揭示了跨越组织边界的客观必然性

(实际需要),也体现了发展中的活动理论在组

织跨界合作领域强大的解释力。以第三代活

动理论的交互活动系统模型作为分析工具,能

够帮助我们厘清“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系统

的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尤其是明确跨界行动

的理论逻辑。

在“国优计划”的推进过程中,上述注重师

范性的研究生培养系统与注重学科性的研究

生培养系统这两大系统发生跨界互动,为实现

培养高水平教师的共同目标开展协作。基于

第三代活动理论中已有的模型研究成果[14],结

合“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培养实践,本研究建立

如图3所示的“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

模型,进一步探讨联合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机

制。该系统内的不同院系具有各自不同的学

科知识特性和学术文化,而促使其超越学科界

限、跨越院系边界的关键要素正是新增的潜在

共享目标。这一共享目标以单独系统客体重

叠部分的形式存在,将两个单独的活动系统联

系起来,与实践基地等共同结合成为更大的共

同体。新客体与原先的客体(例如教育研究院

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物理学院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目标)基本一致,是联合培养共同体的

培养目标。众所周知,教师知识系统包括“整

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echnologicalPeda-

gogicalContentKnowledge,缩写为 TPCK),

即利用现代技术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学科知

识的教学知识体系,是现代技术、教育学和学

科本体知识通过融合而形成的知识体系[15]。

本研究基于教育教学的素养转向(从“知识本

位”转向“素养本位”),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素 养”(TechnologicalPedagogical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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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es,缩写为 TPCC,以下简称“学科

教学素养”)替代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将

培养“学科教学素养”视为“国优计划”研究生

培养系统模型中跨界活动的潜在共享目标。

图3 “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模型及联合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机制[12,14]

  这种替代是希望高校在注重“整合技术的

学科教学知识”的基础上更强调培养硕士研究

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即从本科阶段吸收知识

转向研究生阶段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素养。

如教育学核心素养指的是分析复杂的、真实的

教育现象,理解、解释、说明和尝试解决教育问

题的能力,物理学核心素养则是发现复杂的、

真实的物理问题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但二

者存在共同之处,均强调培养硕士研究生自主

发现、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综合的探

究能力和创造力是通用性的。重视培养“国优

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学素养”,正是注重培

养隐含在不同学科本体知识背后相同的核心

素养。由此,两大系统达成潜在共享目标,这

一共同的目标从学术逻辑上赋予不同院系边

界跨越行动的合理性。从该逻辑起点出发,跨

院系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以及共同体

的形成便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实

践方向。例如,通过教育研究院与物理学院的

跨界合作,相较传统由教育研究院单独培养教

育硕士研究生的模式,“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增加了对于物理学本体知识与研究能

力的训练、融入了物理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以

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学素养”为

联合培养共同体的客体,要求“国优计划”研究

生具备物理学核心素养和教育学核心素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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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物理学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的简单叠加。

“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中的六

大核心要素,是单个院系研究生培养系统中的

核心要素在碰撞中融合形成的产物,具有更加

丰富的内涵。新的复合交叉人才培养系统作

为更大的共同体,蕴含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

教师培养过程中发挥学科优势的潜力。为了

让这些潜力转化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实实在在的优势,有必要基于上述系统

性、动态化的分析框架,围绕“国优计划”研究

生“学科教学素养”这一潜在共享目标,进一步

探讨跨界行动中主体、客体、中介工具、规则和

共同体的系统重塑。

(一)主体组成更加多元化

“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联合培养共同体

中的主体是联合培养部门和“国优计划”研究

生,其中组成联合培养部门的人员包括来自不

同院系和学科背景的教师、研究人员、行政人

员及硕士研究生等。这些人员和硕士研究生

需要从之前所在的单一的系统转向具有高度

互动性、协作性和复杂性的融合发展的新系

统,并展开合作。相较于之前来自单一学科背

景的人员组成的研究生培养系统,“国优计划”

研究生跨界联合培养系统,其主体更加多元

化,这一方面意味着发现、探究和解决问题更

具创新优势(即由多元化主体的学科交叉视角

和综合复杂方法而带来的创新优势),另一方

面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事物的不同理解

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导致潜在冲突。此

外,更加多元化的主体还意味着不同主体一旦

不能在愿景和目标上达成共识,就很容易导致

其注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培养“国优

计划”研究生的根本任务和具体目标。

(二)客体目标更加聚焦

单个活动系统客体之间的交叉重叠部分

构成了新的活动系统(更大的共同体)的客体,

即潜在共享目标。在开展跨界合作之前,注重

师范性的研究生培养系统与注重学科性的研

究生培养系统各自的培养目标分别作为其单

独活动系统的客体,比如N大学的教育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系统的客体主要是培养教育研究

人员或高素质教师,物理学院研究生培养系统

的客体则是培养研究人员或卓越工程师。然

而,这样的客体并非不可替代,我国其他高校

的类似学院也可以承担同样的任务。而在“国

优计划”联合培养共同体之中,各主体以培养

兼具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硕士研究生为客体,以

共同的育人目标———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

的“学科教学素养”为连接不同院系研究生培

养系统的“潜在共享目标”,开展跨越组织边界

的联合培养实践活动。培养兼具学术潜力与

师范特质的“国优计划”研究生是综合性大学

未曾重视的目标,却是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所急切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国优

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重塑的客体(培养

目标)更加鲜明,更具战略意义,更加应该得到

重视。

(三)共同体复杂性增加

在“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实践中,组

成新的共同体的成员有可能是同一所综合性

大学的不同院系与中小学,例如N大学是以教

师教育学院牵头,主要依托教育研究院开设教

育类课程,与物理学院、数学系、化学化工学

院、生命科学学院,以及作为教育实习实践基

地的中学共同组成“国优计划”研究生联合培

养共同体;也有可能是来自不同大学的多个院

系与中小学,比如一些理工科大学会选择与当

地的师范大学开展合作,理工大学注重相关理

工学科知识的教学,师范大学加强教育类课程

的教学,其跨界合作蕴含的复杂性除了学科差

异导致的学术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差异,还有学

校之间文化理念的不同以及组织利益不完全

一致带来的影响。共同体的复杂性意味着其

建立和运行的难度较高,需要有更高的价值站

位和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才能超越原有视角

的局限。当然,一旦建立起共同的“国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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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跨界联合培养目标,则跨界培养系统的

稳定性也会增强。

(四)中介工具综合性提升

在“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联合培养的新

系统中,中介工具的类别有所扩展,不同类别

的中介工具被整合与优化。一方面,新系统中

的中介工具综合性更强,囊括了提升学术性的

课题工具与增强师范性的课程工具等侧重点

相异的工具种类;另一方面,除了单个系统内

已经提到的物理学科的实验设备、教材教法以

及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教学策略之外,在单个

活动系统模型中作为客体存在的研究生培养

目标、属于知识层面的教育学或物理学的理论

知识,在交互活动系统模型中转化为新的中介

工具,是主体作用于新客体“国优计划”研究生

“学科教学素养”的媒介。学科本体知识与教

育学知识在教学实践中相互交织,是“国优计

划”研究生“学科教学素养”生成的“原料”。扩

展后的中介工具需经人为设计进行整合,即来

自不同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通过共同设

计教学活动、联合授课、协作指导论文等互动

方式综合使用原本分别自成一套体系的中介

工具,以整体的方式传授学科本体知识与教学

知识,运用教育学原理改进教学方法,将物理

学原理转化为易于学生理解的物理课教学内

容。通过提升中介工具的综合性,加强培养

“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学素养”,从而实

现“国优计划”研究生的一体化培养。

(五)活动规则更具针对性和发展性

在“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中,活

动规则不再是通用性的学术规范、科学精神、

师德师风、学生守则等,而是针对“国优计划”

的实施背景、培养目标、主体特征建立起一套

兼容各主体利益、规范特定合作行为的“国优

计划”联合培养规则,包括课程设计、教学实

施、评估反馈等各方面的细则。不同学科的边

界跨越行动存在不同的实践方式,因此各个学

校、各个学科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方案及实施细

则因实际发展情况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

此外,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教学研讨会等形

式,活动主体就培养问题定期进行深度交流,

持续优化合作机制。因此,活动规则呈现出针

对性强、发展性强的特点。

(六)分工更加灵活

“国优计划”跨组织合作要求活动系统具

备更加明确和灵活的责任分工。灵活的责任

分工在研究生联合培养系统中能够起到重要

的协调作用。分工贯穿在联合培养实践中的

各个环节,包括课程教学、教育实习、学位论文

指导等。在进行分工时,共同体一方面应遵循

专业性,对来自不同组织的主体根据其专业特

长与教学经验进行合理分工,充分发挥互补优

势;另一方面也要强化衔接性,倘若机械地根

据专业领域分工,把联合培养目标强行拆解为

若干独立部分并直接分配给对应组织,那共同

体的合作仍然是较为松散的,因而应当考虑把

相关工作的衔接纳入分工并设置为分工中的

重要部分,将分工作为助力边界跨越的“边界

物”和加强共同体融合的契机。

综上,通过活动理论分析框架明确了作为

单个活动系统的组织之间开展跨界合作的动

态过程以及“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统

的运行机制。“国优计划”研究生跨界培养系

统的构建使高水平综合大学在教师教育领域

所拥有的包括学科、师资、生源等在内的诸多

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此规划、分析和反

思“国优计划”的实施过程,有利于探求有效的

边界跨越机制,为“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培养提

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四、“国优计划”实施中组织跨界行动

的优化策略

  在“国优计划”的实施及组织跨界行动的

探索实践中,出现一些新情境下的新问题。例

如:不同院系的教师配合度不高、协作意识不

强,缺乏深入交流的契机;对教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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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侧重点理解不同,在相关规则与实操方

面存在执行不力或缺席等问题。为寻求这些

问题的解决之道,基于活动理论的分析框架,

结合交互活动系统模型六要素,本研究进一步

展开了系统思考。具体而言,“国优计划”实施

中组织 跨 界 行 动 的 优 化 策 略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方面:

(一)达成共识:促进潜在共享目标的形成

与落实

基于活动理论逻辑达成共识,推动不同系

统主体对跨界合作目标(客体)达成一致认识,

努力实现潜在共享目标。“国优计划”研究生

的“学科教学素养”作为潜在共享目标,为不同

组织活动主体能够开展跨界合作提供了充分

的理论依据。尽管不同活动系统针对硕士研

究生培养所采用的方式不尽相同、重点使用的

中介工具存在差异,但有关潜在共享目标的提

炼能够发挥“转译”功能,使来自各个系统的异

质性群体得以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形成共同

的认识,将各自的关注点汇集在共同的话语体

系,相互启迪、协调决策[16]。在此,需要重申教

学学术的理念,让高校教师不仅从认识上重视

教学,而且在行动上加强教学研究。有了对高

等教育教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不同院系及

不同学科的教师才能就“国优计划”研究生跨

界培养开展有针对性的富有深度的专业对话,

进一步重视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

学素养”,促进潜在共享目标的实现。

就“国优计划”实施中组织跨界行动的新

问题而言,其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学校层面的

顶层设计,由相关管理部门牵头和统筹,制定

战略规划,打造交流平台。一方面,开展集体

性的系列政策学习活动,开设针对性的理论专

题讲座,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政策与理

论学习促进各主体加深对教学的理解、人才培

养的认识和“国优计划”政策的领悟,推动达成

对潜在共享目标的一致认识。另一方面,创造

主体间深入交流的机会,设立理性沟通的平

台,促进各主体在“国优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

实践中产生新的角色认同,并据此明确自我定

位,推动各方从“特定院系的教师”和“特定领

域的研究者”身份转变为“跨院系协作与互动

的引领者”和“‘国优计划’研究生‘学科教学素

养’的培养者”这样新的专业身份。这种身份

的转变涉及各主体对自己角色的基本价值判

断,尤其应当在那些“重科研轻教学”倾向严重

的高校得到重视和推动。

(二)配套制度:推动中介工具的融合与创新

利用配套制度的力量,促进中介工具的融

合和创新,抓好跨界培养系统规则与分工的落

实。充分发挥制度的引导作用,尽可能创造一

切有助于协调不同活动系统中的异质群体通

过合作实现潜在共享目标的“中介工具”。比

如,建立联合培养项目组定期研讨制度,选择

“国优计划”实施的相关议题,有组织地开展

“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专题研讨活动,形成有

效的对 话 机 制。各 方 可 以 共 同 设 计 课 程 内

容[17],以提高“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学

素养”,促进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的有机融合

与创新,推动各异质群体在跨界合作方式上达

成一致[16,18],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

以规则和分工为手段,以中介工具为媒介,用

制度的力量引导和推动“国优计划”研究生跨

界培养系统的有效运行。

制度的保障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例如

一些高校通过设立专门基金或拨付专项资金

来保障“国优计划”的启动与实施,此时应围绕

“国优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中的具体环

节,进一步制定联合培养项目经费使用与拨付

管理规定,确保联合培养有名有实。此外,适

当考虑在人事管理制度上体现教师参与“国优

计划”实施活动的绩效,消除教师参与该计划

实施活动的顾虑,激发主体参与热情。当然,

更要关注规则和分工从观念层面到实践层面

的转变,通过配套制度与评价方法,确保实践

中能够真正有效整合学科本体知识与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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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断提升“国优计划”研究生的“学科教

学素养”,持续培养兼具学术性与师范性(既具

备扎实的相关学科知识又能灵活运用教育学

原理进行教学)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落实“国优

计划”育人目标

(三)持续发力:加强共同体的构建与拓展

一方面,要在已有共同体内建立更多通

路,加强共同体的稳定和各组织之间的联系。

除了“国优计划”联合培养项目,不同组织间的

跨界学习与合作交流本身即是组织自身可持

续发展和阶段性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事实上,

合作交流的通路一直存在。例如,物理学院的

一些教师可能有与教育研究院教师共同研讨

教学方法、撰写教学研究论文、申报教学成果

奖的经历,其合作经历、研究过程使育人维度

更加多元化、育人实效更加理想化。与此同

时,教育研究院的老师也需要进行“行动研究

式学习”或“探究式学习”(“研究性学习”),即通

过学习各种思维方式和认识逻辑,收集信息、

发现问题、交流探讨、寻求解决方案等研究活

动,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元认知能力[19],并为

“国优计划”研究生如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

考与交流提供指导,等等。要发掘和打通这样

的路径,回应各方真正的需要和期盼,推动形

成共同体内部的稳定发展格局,加强各组织间

的交流与联系。

另一方面,还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

需要灵活地拓展共同体的边界。新的共同体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现实发展的需要灵活

拓展为更大、更新的共同体。就如教育研究

院、物理学院等只是大学的子系统一样,参与

“国优计划”的首批30所试点高校也只是我国

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就需要中央和地

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发挥重要的统筹作用,如

制定全国轮流研讨制度、组织“国优计划”研究

生培养单位联席会议、构建区域“国优计划”研

究生培养联盟等,以此加强“国优计划”试点高

校之间以及具体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的院

系和学科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在更大

的共同体中实现“国优计划”的政策目标。“国

优计划”研究生联合培养共同体分工和规则的

不断完善,将推动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长远发

展。从该角度思考,交互活动系统的拓展一直

在路上,发展性是共同体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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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BoundaryCrossingActionsandOptimizationStrategiesintheImplementationof
the“NationalExcellen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TrainingProgram”:

FromthePerspectiveofActivityTheory

CAOTaisheng,ZHAIChenqi
(InstituteofEdu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InJuly2023,ChinaissuedtheOpinionsoftheMinistryofEducationonImplementingthe
NationalExcellen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TrainingPlan,whichrequirestheim-
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Excellen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TrainingPlan”(here-
inafterreferredtoasthe“NationalExcellentPlan”).TheNationalExcellent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TeacherTrainingProgramhasbeenputforwardinthecontextofbuildingacountrystrongin
education.Theuniversitiesareexpectedtoparticipateintheimplementationoftheplantoleverage
theiradvantagesinteachingstaff,studentresources,andotheraspectstocultivateagroupofhigh-
quality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theimplementationoftheplan,animportantques-
tionishowtocoordinatetheforcesofdifferentcollegesanddisciplineswithinuniversitiesandmaxi-
mizethelearningmotivationof“nationalexcellentstudents”.Fromtheperspectiveofactivitytheory,
thisarticleestablishesamodeloftheinteractiveactivitysystemforthe“NationalExcellentPlan”
trainingproject,analyzesthecomplexstructureanddynamicdevelopmentoftheimplementationof
theplanandtheinteractiveactivitysystem,anddeeplyexplorestheimplementationstrategiesandor-
ganizationalcross-borderbehaviorofthe“NationalExcellentPlan”.Theremightbethefollowing
strategiesfordifferentuniversitiestocarryoutcross-borderjointtrainingprojects.Thefirstistostart
fromtheacademiclogicofactivitytheory,withthepotentialsharedgoalofcultivatingdisciplinary
andteachingliteracyastheentrypoint,toachieveaconsistentunderstandingofdifferentsubjectson
cross-bordercooperationincultivatinghigh-levelteachers.Thesecondistoestablishasupporting
systemforjointtrainingprojects,promotetheintegrationandinnovationofintermediarytools,and
ensuretheimplementationofrulesanddivisionoflabor.Thethirdistocontinuetomakeeffortsin
thestabilityandexpansionofthecommunity.Itisnecessarytoestablishmorechannelswithintheex-
istingcommunity,deepenthestableconnectionsofthecommunity,andflexiblyexpandthebounda-
riesofthecommunityaccordingtotheconstantlychangingreality.
Keywords:“TheNationalExcellent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TrainingPlan”;organiza-
tionalboundarycrossing;jointtrainingforgraduatestudents;activitytheory;subjectteaching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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